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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我国产生了数量巨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在城市就业中面临着诸多问题。通过
对在江苏省南京市就业的农民工进行大量问卷调查，全面了解其就业、收入福利、劳动强度、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情况。

将劳动强度纳入劳动净收益的考察范畴，运用偏最小二乘法（ＰＳＬ）分析相关因素对农民工就业净收益的影响。结果
表明，在江苏省南京市就业的农民工收入水平略低于城镇职工，同时面临劳动时间长、社会保障差等问题。但从农民

工的自身特质角度出发，这有可能是其在家庭决策背景和有限经济收入下提高当期收入水平目的下无奈的理性选择。

实证结果表明，考虑到劳动成本，农民工就业收益更加不理想。女性农民工比男性就业状况更差；就业经验的积累不

能带来就业状况的改善；农民工整体学历水平普遍偏低，尚未达到能够显著改善就业状况的水平；劳动技能落后，常不

适应用工需求，对就业状况无突出帮助；不同行业农民工收入水平相差不大，但劳动时间存在差异；农民工就业的单位

性质显著影响收入，但对劳动时间无明显影响。

　　关键词：农民工；非农就业；劳动成本；就业净收益；劳动强度；偏最小二乘法；问题；影响因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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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 城市流动，形成了我国独有的特殊群体———农民工。据国家

统计局公布的《２０１３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
公报》和《２０１４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２０１３年全国农
民工总量达到了２．６８９４亿人，占全国年末就业人员总数的
３４．９４％，农民工群体数量庞大。这些劳动力涌向城市，一方
面为城市建设和社会生活发挥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却面临着

就业流动性强、待遇低、劳动时间长、社会保障缺失、城市融合

难、子女留守等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学者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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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制度、法律、经济、农户行为等各个视角展开了广泛的研

究和讨论。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赚取农业生产

以外的经济收益。经典推拉理论认为，人口流动的根本目的

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城乡收入差距是农民工流动的核心推

动力［１］。现代推拉理论认为，尽管当代农民工流动的推拉因

素除收入外，还有职业发展、子女教育等，但经济因素仍然是

促进流动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２］。因此，收入问题是农

民工问题的关键和核心所在。

目前关于农民工务工收入的研究主要从２个角度展开：
一类是从宏观上研究农民工务工收入与农村劳动力流动二者

之间的关系，如丁守海等利用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证

明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等经济因素是农村劳动力流动主要推

动力的论点［１－２］。另一类研究是从微观上探索影响农民工务

工收入主要因素，这一类研究从数量上较之于第一类更多，从

研究角度上也更加丰富。王春超等从研究视角上将此类研究

分为外部宏观和制度因素角度的研究、人力资本角度的研究、

社会资本角度的研究等３类［３］。外部宏观和制度因素的研究

主要从社会、经济、制度等角度展开，研究这些外部因素对农

民工收入的影响，如谢嗣胜等用工资决定方程方法测算农民

工与城市普通职工工资性收入差异中由歧视所导致的部分所

占比例［４］；周井娟分析了不同行业间农民工收入及其影响因

素的差异［５］。人力资本角度的研究是农民工收入研究的重

点内容。根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积累是社会

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是增加个人收入的重要途径，而教育则是

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根本手段。因此，人力资本角度的研究

大多从农民工教育水平、技能培训等角度展开［６－７］。此外，现

代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健康和教育一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

成部分，因此一些学者着重研究了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对其收

入的影响。苑会娜认为，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和收入之间存在

一定的循环作用机制，二者互相影响，循环作用［８］。关于农

民工社会资本的讨论是近年来农民工研究的热点话题，关于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争议。

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收入没有显著影

响［９－１１］，但也有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农民

工社会资本的积累对其收入有显著的提升效应［３，１２］。此外，

还有学者将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进一步细分为进城之前的原始

社会资本和进城之后的新型社会资本，研究结果认为，农民工

进城之前所积累的同质性原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甚微，但是进城之后积累的异质性较强的新型社会资本则能

够带来其收入的显著提升［１３］。

已有的关于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从研究视角和研

究方法等层面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具有重要的借鉴

意义。但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点是在考虑农民工进城务工的

收益时仅仅考虑了其经济收入，忽视了劳动强度、劳动时间等

劳动成本因素。当一个农民工劳动力与用工单位之间建立了

劳动关系后，农民工在获得如工资、福利等收益的同时，也须

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如他们的努力程度、体力付出和劳动时间

等。作为一个理性人，只有当在工作岗位上获得的收益大于

成本，净收益为正时这种劳动关系才能得以维系。因此，研究

农民工收益问题时，除考虑经济收益外，也不应忽视劳动的成

本。本研究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对农民工的收入、劳动成本

等相关因素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农民工劳动

收益和成本的影响因素，是对已有研究的重要改进，并为改善

农民工就业状况，促进农民工合理就业等相关政策的制定提

供一定的事实依据。

１　农民工非农就业劳动收益和成本现状

１．１　数据来源
在相关课题的支撑下，于２０１０年４—５月在江苏省南京

市对农民工展开抽样调查。采用问卷访谈的方法搜集数据，

问卷中与本研究相关的主要是被调查者的个人情况、家庭信

息、就业状况等３个方面内容。个人信息部分主要涉及个人
性别、年龄、学历、技能、初次外出务工年龄等基本信息；家庭

情况部分主要围绕家庭经济能力、家庭负担等方面展开；就业

状况部分主要针对已经实现就业和尚未实现就业的外来务工

人员的就业现状展开。

主要调研地点为南京市安德门劳务市场、南京市新港经

济开发区、南京市装饰大世界、南京市区与城郊大型建筑工地

等农民工聚集地区，以及南京市卫岗、孝陵卫、马群、鸡鸣寺等

地的企事业单位、个体经营单位等。共发放问卷５３０份，回收
有效问卷４７８份，回收有效率为９０．１９％。

所获农民工样本来自全国１９个省（市、区）。未就业和
已就业比例约为３∶７，已就业人群主要分布在制造业、住宿
餐饮服务业、建筑业等三大行业，其占比分别为 ２４．２７％、
２６．３５％、１７．８４％。
１．２　现状描述
１．２．１　收入低，社会保障缺失　调查显示，被调查农民工当
时（２０１０年）的个人月收入平均值为１６３４．４元，主要集中在
９６０～２０００元之间（表１），与当年农民工检测报告公布的全
国农民工工资平均水平（１６９０元）相当，但比当年江苏省城
镇居民人均月收入１９１２元低２７７．６元。

另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２０１３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
２０１３年全国农民工平均收入水平为２６０９元／月，较２０１０年
公布的数据（１６９０元／月）上涨５４．３８％，但比２０１３年江苏省
城镇居民人均月总收入（当年江苏省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

３５１３１元，折合每月２９２８元）低３１９元。由此可见，虽然同
在城镇就业，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却低于城镇人口的收入，但增

长率相当，二者之间的差距较为稳定。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仍有７．１１％的农民工工资水平在当
时的最低工资水平９６０元／月以下。

表１　农民工个人月收入情况统计

个人月收入（元） 数量（人） 比例（％）
＜９６０ ３４ ７．１１

９６０～１２００ １３９ ２９．０８
１２０１～１５００ １１１ ２３．２２
１５０１～２０００ １５６ ３２．６４
２００１～３０００ ２６ ５．４４
＞３０００ １２ ２．５１
合计 ４７８ １００．００

　　注：数据来源于南京市农民工收入、福利、城市适应性研究课题
组。表２、表４同。

　　我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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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２０１３年的农民工监测
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险参险率很低，且增速缓慢。其

中参险率最高的工商保险参险率仅为２８．５％，较２０１０年仅
增长４．４百分点。本研究调查结果也显示，几乎没有农民工
参加５项社会保险，超过一半（５５．６５％）的农民工没有办理
过法律规定的保险中的任何一种，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情况不

容乐观。

１．２．２　劳动时间长，劳动补贴少　我国《劳动法》规定，职工
每周工作时间应不超过４４ｈ，每天不超过８ｈ。但调研结果显
示，江苏省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６０．０５ｈ，远远超过法定标准，
也高于《监测报告》公布的当年全国平均水平（每周５８．９ｈ）。

有６９．４６％的农民工需要加班，其中，５１．２０％的农民工
需要经常加班，加班频率视工作量而定的占１６．５７％，偶尔加
班的比例为３２．２３％；１２．９７％的农民工无偿加班，５１．８８％的
农民工享受低于国家标准的加班补贴，能够按照国家标准领

取加班工资的只占３５．１５％（表２）。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严
重的侵害。

表２　农民工加班工资发放情况统计

加班工资发放标准
数量

（人）

比例

（％）

按国家标准发放 １６８ ３５．１５
有偿，但低于国家标准 ２４８ ５１．８８

无偿 ６２ １２．９７
合计 ４７８ １００．００

　　综上所述，当前农民工打工收入略低于城镇职工收入，但
二者增长速度相当。考虑到劳动时间、补贴及社会保障水平

等因素，农民工就业净收益被拉低。

１．３　现状讨论
为什么农民工在收入低、劳动时间长、社会保障缺失、净

收益不高的情况下，依然大量向城市流动？针对这一问题的

讨论首先可以回归到农民工的本质上，即农民工是指那些向

城市流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在城市实现就业的同时，并

未放弃农村老家的农业生产，户籍上也未发生变化，因此具有

农民和工人的双重身份，其本质仍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根

据刘易斯、费景汉 －拉尼斯、Ｍａｇｌｉｎ和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等发展经济
学家的观点，在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传统的农业部

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他们的边际产品几乎为０［１］。一旦
允许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流动，农业生产部门

的产出不会减少，但是却会带来工业部门的产出增加，从资源

配置的角度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从劳动者本身来

说，同样的劳动力人口数量，通过城乡之间的流动就业，在农

业生产之外获得额外收益，是有利可图的。因此，在存在农村

劳动力剩余（即农业边际产出小于工业边际产出，存在城乡

收入差距）的情况下，且不足以满足生活需要时，农民有足够

的动机向城市非农部门流动。

当然，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时能够忍受诸多不合理的待遇，

也有其社会层面的原因。恰亚诺夫认为，农民与传统的西方

经济微观决策主体不同，其劳动决策行为更多是以家庭为决

策单位进行的，行动的目标是家庭利益最大化［１４］。在农村家

庭中往往存在明确的分工，例如妻子从事农业生产、料理家

务、照顾子女，而丈夫则负责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在这种情况

下，丈夫可能需要在个人劳动辛苦程度和满足家庭需要之间

寻求平衡。在这个平衡点上，丈夫的辛苦程度可能是远超于

仅考虑个人利益的单身汉情况下的辛苦程度。因此，以传统

的西方经济学理性人的思维方式考察中国农民工的行为决策

是有欠妥当的。

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农民计量收益的单位往往是

年，而非小时、日、周等经济学领域常用的较短的单位时间。

农民关注的焦点是１年的总收入，对较短时期内的收入，尤其
是涉及到劳动权益的单位“小时”收入水平十分不敏感。一

些农民工不惜通过降低单位劳动报酬率如提高劳动强度、延

长劳动时间等，提高全年的总收入水平［１４］。刘林平等对农民

工超时加班意愿的研究也证实一些农民工存在主动加班的现

象，目的是为获得加班工资，提高经济收入总水平［１５］。当然

这也与中国农民“勤劳、不怕吃苦”的传统生存智慧有关。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土地和子女几乎是农民社会保障

的全部，正所谓“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农民工本质仍属于

农民，因此在其观念和意识中，尤其是在老一代农民工心目

中，并未意识到现代社会保障的重要性。从时间的角度看，社

会保障其实是一种以当期收益换取对未来或未知事件保障的

措施，从理论上讲社会保障是应该且值得在农民工群体中推

广的。但是笔者所在课题组的调研结果显示，除那些在非正

规部门就业的农民工未能获得应有的社会保障外，相当一部

分在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民工主动放弃了养老保险和公积金福

利，目的是为了减少保费支出，提高当期收入水平。此外，由

于工作极不稳定，一些农民工担心养老金、公积金等在未来不

能兑现。农民工自愿放弃一些福利保障，从表面看是一种权

益受损现象，但实际上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行为，他们通过效

用这一标准，在劳动和闲暇、当期收益和未来预期之间进行适

当选择，使收益达到最优。

最后，尽管农民工１年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城市就
业，但大部分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不强，对农村持有十分强

烈的依赖和归宿感，从内心来说其本质仍然是农民。因此，这

些农民工在评判务工收入时的比较对象仍然是农业收入和其

他农民工的收入，而不是城市居民收入。即使农民工打工收

益和城市职工之间存在不平等，他们一般也不会十分在意。

这也与社会阶层意识有关，一些农民工甚至默认了“底层收

入低，没有保障很正常”的论调。

综上所述，农民工向城市流动，并且忍受一些不平等待

遇，原因复杂。从经济学层面看，这种行为是一种在有限认识

情况下的理性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农业生产额外的经济

收益，其行动的基本准则是家庭收益最大化。在自身思想意

识存在局限性的前提下，主动提高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

放弃部分保障福利，都是其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为。因此，保

障农民工权益工作的重点不仅在制度的完善和实施上，结合

农民工实际需要，转变农民工的思维方式同样重要。

２　农民工非农就业净收益影响因素

２．１　方法与数据
２．１．１　变量与数据　当一个农民工劳动力与用工者之间建
立了劳动关系后，农民工在获得如工资、福利等收益的同时，

还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如努力、劳动强度、劳动时间、承受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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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的工作生活环境等。作为理性人，只有当在工作岗位上获

得的净收益为正的时候这种劳动关系才能得到维持。一旦该

农民工认为自身获得的净收益为负或低于某个临界值时，就

会考虑解除这种劳动关系，而寻找其他的工作。为简化问题，

假设在劳动关系中农民工的收益只由他的工资组成，其成本

由工作强度决定，这里用周工作时间来表示工作强度。劳动

净收益与工资水平成正比，与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成反比。

本试验从农民工的个人因素、人力资本和外部环境等３
个方面，研究有关因素对农民工劳动净收益的影响。假设可

能影响农民工劳动净收益的因素包括个人因素［性别ｇｅｎｄｅｒ、
人力资本（年龄 ａｇｅ、学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技能 ｓｋｉｌｌ）］和外部因素
（行业ｉｎｄｕｓｔｒｙ、单位性质ｎａｔｕｒｅ）。因变量为农民工个人月收
入ｉｎｃｏｍｅ和周平均工作时间 ｔｉｍｅ。以上各变量的基本统计
情况如表３、表４所示。

表３　自变量统计情况

变量类别 变量 变量赋值 占比（％）
个人因素 性别 １＝男 ３５．９８

０＝女 ６４．０２
人力资本 学历 １＝小学及以下 １４．６４

２＝初中 ３９．５４
３＝高中、中专 ３７．２４
４＝大专及以上 ８．５８

工作技能 １＝有 ６６．１１
０＝无 ３３．８９

外部因素 行业 ０＝待业 ２８．４５
１＝制造业 １７．３６
２＝住宿餐饮服务业 １８．８５
３＝建筑业 １２．７６
４＝其他行业 ２２．５８

单位性质 １＝政府或事业单位 １０．２５
２＝国有企业 ３１．５９
３＝外资或合资企业 ３．７７
４＝民营企业、个体户 ２３．６４
５＝居民家庭 １．８８
６＝其他及未就业 ２８．８７

　　注：“”表示行业分布百分比即该行业中农民工数量在样本总
体中的占比，与“２．２”部分现状描述中在已就业人群中占比有所区
别。平均年龄为（２９．１６±９．８８）岁。

表４　因变量统计情况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月收入（元） ６３４．４０ １４４４．０８
周平均工作时间（ｈ） ６０．０５ １９．２０

２．１．２　方法　当研究中自变量数量较多时，自变量之间往往
很难保证不存在相关关系，导致多重共线性问题，一般线性回

归方法很难在不减少自变量信息的条件下解决此类问题，偏

最小二乘估计方法应运而生，其最大的优点在于能够较好地

处理众多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同时能够

有效地解决多对多的线性回归问题［１６］。由于本研究涉及２
个因变量，且自变量数目众多，偏最小二乘估计方法能够有效

解决本研究需要。因此，本研究采用该方法估算相关因素对

农民工月收入和工作时间的影响。

偏最小二乘法的基本原理如下：设有ｍ个自变量｛ｘ１，ｘ２，
…，ｘｍ｝，ｐ个因变量｛ｙ１，ｙ２，…，ｙｐ｝。共有ｎ个样本，则可以得

到ｎ×ｍ的自变量向量Ｘ＝｛ｘ１，ｘ２，…，ｘｍ｝ｎ×ｍ和ｎ×ｐ的因变
量向量Ｙ＝｛ｙ１，ｙ２，…，ｙｐ｝ｎ×ｐ。

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借用主成分分析的思想，研究变量

之间的相关关系。首先分别对向量Ｘ和Ｙ进行标准化，得到
向量Ｘ０和Ｙ０。在向量Ｘ０和Ｙ０中提取主成分 ｔ１和 ｕ１，ｔ１和
ｕ１分别是 Ｘ０和 Ｙ０的线性组合。分别运用最小二乘回归法
计算 Ｘ０ 对 ｔ１ 和 Ｙ０ 对 ｕ１ 的线性组合，记为 ｔ１ ＝Ｘ０ｗ１
和 ｕ１＝Ｙ０ｖ１。

若回归方程达到满意的精度，则算法终止；否则利用 Ｘ０
被ｔ１解释后的残差和Ｙ０被ｕ１解释后的残差进行下一轮成分
提取，以此类推，直到达到满意的精度，算法结束。最终对Ｘ０
提取了ｒ个成分ｔ１，ｔ２，…，ｔｒ，使得：

Ｘ０＝ｔ１α′１＋ｔ２α′２＋…＋ｔｒα′ｒ＋Ｅｒ。
　　偏最小二乘回归法分析｛ｙ１，ｙ２，…，ｙｐ｝和 ｔ１，ｔ２，…，ｔｒ之
间的线性关系为

Ｙ０＝ｔ１β′１＋ｔ２β′２＋…＋ｔｒβ′ｒ＋Ｆｒ。
　　通过ｔ１，ｔ２，…，ｔｒ这一中间变量，将上述２式换算为｛ｙ１，
ｙ２，…，ｙｐ｝和｛ｘ１，ｘ２，…，ｘｍ｝之间的关系，得到：

Ｙｊ ＝αｊ１Ｘ１ ＋αｊ２Ｘ２ ＋…＋αｊｍＸｍ，（ｊ＝１，２，…，ｐ）。
式中：Ｘｉ（ｉ＝１，２，…，ｍ）和 Ｙｊ（ｊ＝１，２，…，ｐ）表示标准化
变量［１６］。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采用偏最小二乘法分析农民工就业
净收益的影响因素。具体的模型设置为

　　Ｉｎｃｏｍｅｉ＝β１０ ＋β１１ｇｅｎｄｅｒｉ＋β１２ａｇｅｉ＋β１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β１４
ｓｋｉｌｌｉ＋β１５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β１６ｎａｔｕｒｅｉ＋ε１ｉ；
　　Ｔｉｍｅｉ＝β２０＋β２１ｇｅｎｄｅｒｉ＋β２２ａｇｅｉ＋β２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β２４ｓｋｉｌｌｉ＋
β２５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β２６ｎａｔｕｒｅｉ＋ε２ｉ。
式中：ｉ＝１，２，…，４７８。
２．２　研究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直接将相关数据代入偏最小二乘估计模型中，模

型中自变量间及其交互作用的 ＨｏｔｅｌｌｉｎｇｓＴｒａｃｅ多元检验表
明除年龄和技能２个因素外，其余变量对模型均具有较好的
统计意义，模型回归结果比较理想。模型运行的结果如表５
所示。

表５　参数估计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系数 ｔ值 Ｐ值
个人月收入 截距项 １１２６．７７７ ２．５４３ ０．０１２

性别 ４５３．６００ ２．８０９ ０．００５
年龄 －２．５９４ －０．２３２ ０．８１７
学历 －１４．２１１ －０．２３１ ０．８１８
技能 ２７．３０９ ０．１７８ ０．８５９
行业 －３９．５７６ －１．３５６ ０．１７６

单位性质 １５６．４４８ ２．７９７ ０．００６
平均周工作时间 截距项 ８７．０２７ １０．７３１ ０．０００

性别 －９．２６６ －３．１３５ ０．００２
年龄 ０．１７０ ０．８３２ ０．４０６
学历 －３．５６２ －３．１５７ ０．００２
技能 １．８０２ ０．６４４ ０．５２０
行业 －１．３３９ －２．５０７ ０．０１３

单位性质 －１．４１６ －１．３８３ ０．１６８

　　模型运行结果表明，个人体征中，性别因素对农民工的就
业净收入有显著影响，女性农民工较男性工作时间更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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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低。人力资本方面的影响总体比较薄弱，年龄和劳动技能

２项因素的影响不显著，教育对于提高农民工收入的效果不
明显，但是高学历能够显著缩短其劳动时间。外部因素对农

民工就业的影响显著。不同行业之间虽然收入差距不明显，

但是劳动时间方面有显著差异。不同性质的就业部门之间，

农民工劳动时间差异不明显，但收入有显著差异，相对正规的

劳动部门收入反而更低。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女性农民工比男性就业状况更差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性别因素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

著影响因变量。男性农民工较女性农民工获得更高的工资收

入和承受更短的工作时长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对于男性农民

工而言，其劳动关系的稳定性要高于女性，与主流研究结

果［５，８，１７］相符。

调查显示，南京市女性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为１４１４．２７
元，其中月工资在当时（２０１０年）南京市最低工资水平９６０元
及以下的占１３．４％，９６１～１２００元之间的占３２．４％；而同期
调查的男性农民工的月收入平均值为２０２６．０２元。在工作
时间方面，女性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更长，加班现象更加普遍。

女性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和每天工作时间均高于男性农民

工，女性农民工的每周工作时间为６．３９ｄ，每天工作时间为
１０．０６ｈ；而男性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为５．９９ｄ，每天工作时
间为９．０１ｈ。女性农民工在劳动关系中较男性存在更多不和
谐的因素。

现实中女性农民工在就业时合法权益较男性更加容易受

到侵害。首先，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女性农民工就业主要集

中于非正规部门，如餐饮服务业、家政服务业、制造业等，其就

业单位的性质大多为非正规部门，因此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

可能性更大。周井娟更指出，农民工集中就业的重体力劳动

行业，男性更有可能因为体力优势获得更高收入［５］。

此外，女性农民工还面临着维权意识淡薄和维权能力差

的困扰。调查显示，为提高当期收入，工资水平成为了女性农

民工在找工作时最看重的因素，其次是包吃住。而签订劳动

合同、加班发工资、办理相关保险等因素则放在了较为次要的

位置。在遇到困难时，能够通过工会和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

的比例分别只占到了１．９６％和１２．４２％。这些现象一方面反
映了女性农民工法律维权意识淡薄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

法律维权途径在农民工心目中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仍有待

加强。

３．２　就业经验的积累不能带来就业状况的改善
年龄因素对２个因变量的作用均不显著。根据人力资本

理论，随着劳动力年龄的增长，一方面劳动经验增加，劳动力

的人力资本得到积累，劳动力的价格趋于上升；另一方面，劳

动力的体力下降和健康状况的恶化，人力资本是减少的，劳动

力的价格趋于下降［８］。因此，年龄因素对人力资本的作用方

向主要看２个方面力量的大小对比。
目前关于年龄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存在较大争议，一些

学者认为年龄的影响不显著［８］或者为负［１８］，也有一些研究认

为农民工打工收入应当随年龄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这个转

折点大概在 ３０～３５岁之间［５，１７］，主要是由于工作经验的积

累。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农民工就业以体力劳动为主，体

力的作用比经验似乎更加重要；其次农民工工作缺乏延续性，

常常更换工作，这种年龄增加带来的经验积累收益没有能够

在农民工身上得到反映；相反由于年龄增加，劳动者体力下

降，工资收入呈现降低的趋势，尽管本研究中这种趋势并不十

分明显。同时，随着工龄的增加，城镇职工的工资水平和福利

水平一般越来越好，即劳动经验积累的贡献力大于劳动体力

下降的拉力。因此，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待遇等与城镇职工

之间存在一定差距。

３．３　农民工学历普遍偏低，尚未达到能够显著改善就业状况
的水平

学历因素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劳动时间却

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负的作用，学历越高，劳动时间越
短。相关检验结果也显示，学历与个人月收入的相关系数仅

为０．０４，且对应ｔ检验的Ｐ值为０．９２７，进一步验证了二者之
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的论断。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国家统计

局颁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３年我国农民工集中就业的行业主要
为制造业（３１．４％）、建筑业（２２．２％）、批发零售业（１１．３％）
和居民服务、修理等其他行业（１０．６％）等［１９］。这些行业所具

有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对劳动者的学历要求不高，劳动性质大

多属于体力劳动型，因此部分农民工所具有的学历优势不能

体现出来。周井娟对不同行业农民工就业收入的影响结果也

表明，在建筑业、住宿餐饮等体力劳动或低技术含量行业，教

育的优势不明显［５］。其次，有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对劳动

收入等的贡献在一定的临界值以上才能表现出来，学历越高，

教育回报率越高［１８］。农民工群体存在学历偏低的问题，调查

显示，５５．８８％的被调查对象的受教育程度不超过初中水平，
其中甚至有６．５４％的被调查对象的学历在小学以下。

但是农民工学历的提高，对其维权意识的提高有着显著

的促进作用，学历高者更有可能通过签订劳动合同来与用工

单位建立更加正规的劳动关系［１５］。而劳动时间的依法缩短

和合理化是劳动关系趋于和谐的重要表现，因此受教育水平

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劳动时间。由此也可以看出，受教育程

度对农民工净收益的贡献主要在于对工作环境和岗位的规范

性上，而非收入水平上。

３．４　劳动技能落后，常不适应用工需求，对就业状况无突出
帮助

理论上讲，劳动技能作为影响劳动力人力资本的重要因

素，必定会带来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从经济学角度讲，因为某

一农民工具备一定的劳动技能，使其与其他农民工具有明显

的差别，形成不完全竞争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有利于农民工

获得更高的劳动收益，或更加轻松舒适的工作岗位。因此，拥

有劳动技能应当能够促进农民工获得更高的劳动净收益。

但分析的结果却与以上推断不符，可能的原因是农民工

所拥有的劳动技能未能顺利转化为可利用的劳动力资本。调

查显示，尽管不少（６５．６９％）农民工本身拥有一定的劳动技
能，但是６４．９２％有技能农民工的劳动技能与就业之间不对
口。这种问题在缝纫等传统劳动技能的劳动者身上显得尤为

突出。以缝纫技术为例，在拥有该项技术的３１名农民工中，９
人待业，２０人从事于与该技术无关的行业，真正能够实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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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就业的仅为３人，占比不到１０％。正是因为农户掌握的劳
动技能落后，不能适应新的用工需求，劳动技能未能应用到工

作当中来，这项重要的人力资本未能转化为收益。

３．５　不同行业农民工收入水平相差不大，但劳动时间长短存
在差异

调查显示，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主要集中在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元／月的区间内，占比８４．９４％，各行业间收入水平大致相当。
可能的解释为劳动力市场上具有庞大数目的以低技能低学历

为主的农民工，集中就业于制造业、建筑业、家政服务业等，这

些行业的劳动性质大多属于体力劳动型，对劳动力自身原本

所具备的技能、学历等要求不高，因此对这些行业而言，农民

工是同质的；加上合同契约签订率较低，因此劳动力在这个市

场上可以实现随时随地较为自由的流动。假设市场上信息完

备，那么该市场就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而完

全竞争的市场运行的最终结果就是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这种

劳动力存在一个较为统一的“定价”区间，并不因为行业的不

同而有太大差异。

在劳动时间方面，农民工所集中就业的单位大多为非正

规部门，这些部门历来是劳动者权益保护管理的死角，缺乏对

法律实施的监督和管理，《劳动法》在这些行业中的实施效力

有限。因此，决定劳动者工作时间的不是相关法律，而是岗位

的实际需要。岗位的性质不同，可能对劳动时间的要求存在

一定的差异，因此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因行业不同而有差异。

３．６　农民工就业的单位性质显著影响收入，但对劳动时间无
明显影响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就业于正规部门如政府或事业单位

等的农民工较就业于非正规部门如居民家庭的农民工的收入

更低。按照常理而言，就业于正规部门的收入水平应当高于

非正规部门，但是对农民工而言却不是这样的。因为农民工

在一些正规部门大多就业于城市职工不愿从事的岗位如保

洁、保安等最底层的岗位，其工资水平一般由用工单位制定统

一标准，处于城市最低工资水平左右，农民工无议价能力，只

有选择去留的权利，非常被动；但是这些部门通常在工作强

度、信誉、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福利、社会保障、稳定性等方面

占有明显的优势，对农民工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这也从侧面

反映了非正规部门在这些方面的欠缺。但是在城市正规部门

外衣的笼罩下，这部分人群往往容易被相关管理部门所忽视，

其劳动时间与非正规部门一样，由岗位需要确定。

综上所述，女性农民工由于自身体力、维权意识和维权能

力差，劳动净收益低于男性。由于农民工就业流动性强、就业

行业劳动力需求特性和农民工自身技能不符合市场需求等原

因，农民工人力资本对其就业净收益影响不大。不同行业农

民工的收入水平集中在一个狭窄的区间内，差异不明显，但劳

动时间却由于岗位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正规部门通常能

够借助更低的劳动成本和其他福利，以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

吸引一部分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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